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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与西部选择 

赵伟
1
 

【摘 要】：国家战略与倡议正在上升为主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头等因素。在应用空间经济

学理论综合分析了四个国家级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向、交集及其影响的基础上，聚焦西部，就西部地区必

须面对的改变了的竞争态势与环境做了前瞻性评估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显示，四大区域战略的共同指向是世界级

城市群，它们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集是国内外贯通的大空间重构；国家级区域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头

分别位于东部和境外四大地区，“胡焕庸线”以西中国西部地域多半处在战略“空挡”地位，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

风险。但西部地区并非处在绝对劣势的地步，地方政府应从三个方面切入营造区域竞争优势。 

【关键词】：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 空间重构 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82(2022)07-0001-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在进入国家战略主宰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国家战略业已上升为主导区域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头等因素。这个时期的

起点是 2014 年，那之前改革开放 36年，除了西部大开发、“走出去”、东北振兴等战略而外，鲜有如此密集地推出国家战略，

亦鲜有如此高调而有力地推动实施过。2014 年以降，国家战略密集地推出，迄今已连续推出了六个国家级战略。包括四个区域

经济发展战略、一个流域生态保护与发展战略，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 

四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分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长江经济带战略，可简略地称之为“三

区一带战略”。一个流域保护与发展战略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而“一带一路”倡议(以下简称“B&R 倡

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新丝绸之路倡议，最初也曾称作战略，也体现着国家意志。 

上述战略与倡议的实施对中国各主要区域经济发展的寓意值得关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是对区域层面竞争环境与态势

的影响。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头三四十年间中国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激发区域层面的

竞争实现的。区域层面的 GDP“锦标赛”、产业升级、环保与生态环境，以及最近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竞赛，与地方政府政绩因

而地方官员的升迁存在或明或暗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地方政府的政策着力点。 

我们的问题是链条式的：近年密集推出的这些国家级战略与倡议的实施，对各地区间竞争态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面

对国家战略促成的区域竞争新态势或曰新的约束条件，西部地区何以选择?构建区域竞争新优势当从哪里着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尤其是各种“智库”机构关于上述国家战略和倡议的研究与政策建言，多半取各自为政式研究，

由偏重区域经济和偏重对外开放的两拨研究者在做，彼此间沟通不多。客观地来看，无论是在上述“三区一带”区域发展战略之

间，还是在这些区域战略与 B&R 倡议之间，都存在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要审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必须通盘考虑这些战略和

倡议，以及它们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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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旨，就在于打通“三区一带”区域发展战略和 B&R 倡议研究的藩篱，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审视四个区域发展战略与 B&R

倡议对区域竞争环境与态势的协同效应，进而分析西部地区目前和未来须直面的竞争新态势，提出顺应新态势和区域竞争新格

局的策论。由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战略的重头位于流域生态保护上，和“三区一带”战略明显不同，故而我们的研究暂不考虑这

个战略。 

二、国家战略、B&R 倡议：定位与交集 

要摸准国家战略与 B&R 倡议的实施对于区域竞争态势以及西部地区的寓意，首先须搞准国家级“三区一带战略”和 B&R 倡

议的目标定位，进而找出这两类方略所隐含的国家意图及其交集。先看“三区一带”之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定位，可从三个“关键词”引出。三个关键词分别为“疏解”“调整”与“构建”。疏解是针对北京

的非首都功能的，即疏解目前位于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市的大都市病问题。调整瞄准的是空间结构，就是重构京津

冀城市与产业空间布局。“构建”针对的是京津冀城市群，随着“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京津冀城市群之京-津-雄三

角核心区趋向骤然明朗。 

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词就是湾区。具体的提法是，构建全球第四大湾区，与纽约、旧金山、东京湾三个已经存在的世界级

大湾区比肩。同时成为推动 B&R 倡议的有力支撑区。何为世界级大湾区?略微审视一下纽约、旧金山和东京这些已经存在的世界

级大湾区便不难悟出，所谓大湾区，就是现代意义的城市群，世界级的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词也有三个，分别为一体化、示范区和引领区。一体化明确地界定为上海与苏浙皖三省间的经济整合。

示范区就是要长三角在一体化中率先在体制与机制方面创出路子，作为全国别的地区参照的样本。而引领区，则针对宽泛的现代

化定位的，就是要让长三角地区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发挥在全国的引领地位。三个关键词依托的基础实力，无疑也是城市

群。没有城市群，三个方面的引领无从谈起。 

“三区一带”战略中的长江经济带战略，虽然涵盖了沿江 11 个省市，占全国 40%以上的 GDP 和人口，但按照中央审定并公

布的《长江经济带规划纲要》(2016 年 9月公布),其重点推动的将是“一轴”“三极”与“多点”三个层次的发展。“一轴”即

长江黄金水道，“三极”即沿江三个特大城市群，分别为上游的成渝城市群、中游的武-沙-昌城市群，以及下游的长三角城市

群。所谓“多点”,就是沿江地级城市。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的落点，也是城市群，是三个世界级的沿江城市群。 

沿用与“三区一带”国家级战略相似的方式去审视，B&R 倡议也有一些关键词。四个关键词代表了这个倡议的要义：其一是

“借用历史符号”,很清楚就是借用海上和陆上两条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唤起沿线国家民众和政府共鸣与响应；其二是“高举

一杆大旗”,具体而言就是高举和平与发展这杆大旗，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其中首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

定。其三是“区域经济合作”。近年已在谋划和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片区不少于四块：东盟，借助东盟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RCEP);中亚，主要是“上合组织”在中亚的成员国；南亚，重点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非洲，借助一年一度的中非论坛和大

规模的对非援助推动推进。其四为“命运共同体”。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理念。B&R 倡议的推进可视为实施这个理念的基

础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国家级区域战略与 B&R倡议之间的交集。前已论及，四大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定位，是构建三个沿海世

界级城市群和两个沿江世界级城市群。如此之大之多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构建，单靠中国目前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尤其是这个格

局下的内外商品市场和要素供给体系，显然远远不够。唯一的出路是扩大对外开放，借以扩大内外市场和要素供给空间，尤其是

原材料和能源等战略性要素的供给。后者无疑是B&R 倡议的核心定位。通过这个倡议的实施，推动中亚至东欧，东亚、南亚至非

洲，进而全球经济的空间重构，营造全方位对外开放大环境，扩大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市场范围，为中国制造开辟新的拓展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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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窥见国家级“三区一带”区域战略与 B&R 倡议的交集：以中国五大世界级城市群构建引领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

空间重构，以 B&R倡议为先导激发欧亚两端广大中间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热，进而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扩大与优化中国对外开放

环境，为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国家战略、R&B 倡议：一个空间经济学理论视野 

要深入分析我们所面对的现象，尤其是各种现象后面的逻辑联系，须借助专业的理论框架。这方面最合适的理论框架，莫过

于空间经济学。 

高度简化的意义上，可将空间经济学的要义概括为两对半关键词和一个模型。两对关键词分别为集聚(Agglomeration)与扩

散(Dispersion),以及向心力和离心力。前一对描述的是经济活动地域分布的常规态势；后一对揭示了这种态势后面的驱动因素。

向心力是促使集聚的基本因素，离心力则是促使经济活动移往别的地域的基本动力。半对即一个关键词，就是运输成本，这是个

囊括了货物和服务运输费用、交易成本和制度摩擦等等因素在内的一个重要变量。两组力的彼此较量及其动态过程与结果，引出

的是一个模型，即 C-P(核心-外围)模型。那些集聚了大量产业的地区就是核心，而别的地区则是外围。 

这个高度简化的模型，最初是基于产业层面提出的。赵伟等(2009)11将其拓展到整个经济体，即跳出产业层面，而考虑区域

GDP,由此提出了一个“泛”核心-外围模型，实则是一个拓展的核心-外围模型。 

拓展模型提出了一个分层的地区结构：从世界经济到大国内部，分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核心-外围之分。为简便起见，

这里只盯住核心——各个分层的核心。世界经济大体上可以分出三个层次： 

一是全球经济。目前这个层次的经济由三大核心主宰的，三大核心分别为北美、西欧和东亚。这三块经济产出加起来占世界

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左右，且还在强化。别的地区可以看作是外围。 

二是大区域之下的地区经济。其中世界经济的三大核心内部的区域最值得关注。每个核心区域内部还可以再分出核心与外

围。其中北美经济的核心毫无悬念地是美国经济和加拿大部分地区，该地域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分布于美国东西两大洋之沿海地

区，外加加拿大之大多伦多地区等，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别的广袤地区没有多少产业。西欧核心大体上由四大五小构成：四大分

别为英法德意，五小分别为卢比荷奥(地利)瑞(士)。这九国是西欧经济的真正主宰者。东亚的经济核心，目前由中日韩三国分

享，其中日本和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早已挤进高收入经济体，是不容置疑的核心。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核心特征越来越强烈。 

三是大国内部层次。在美国可以看到东西两大洋沿海与中部的差异。在日本可以看到三个集聚高地，分别为关东的东京-横

滨湾区，关中的名古屋-丰田一带，以及关西地区的京阪神都市圈。三个城市群产出占了日本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在欧洲大国

内部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分野。前面所说英法德意“四大”和卢比荷奥瑞“五小”,就是那块经济的核心，即“核心中的核心”。 

沿着这个视野审视中国经济区域构架，不但是分层的，且可分出多个层次。赵伟等(2009)1 曾分出五个层次。若以长三角地

区为例，则第一个层次是国民经济，可以分出东中西三个地区。目前东部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将近 60%,产业技术层次、企业创新

能力以及企业家集聚密度，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是整个中国经济毋容置疑的核心，中西部地区则是外围；第二个层次是三

大地区内部。比如在沿海地区，有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是沿海经济的核心。亦可以称作

“核心中的核心”;第三个层次，就长三角地区看下去，原来有上海大都市与江浙省域经济之分，目前在国家级一体化战略下，

有一市三省之分。但无论按照人均 GDP来判断，还是以产业效率、企业家集聚程度等线索判断，长三角经济的核心，当是沪-宁

-杭-甬四座大都市合围的那个菱形区域；第四个层次是省域经济内部，比如浙江经济这块，杭(州)甬(宁波)就是核心，别的地区

属外围。江苏省的苏-锡-常-宁一线是核心，别的地区是外围，如此等等；第五个层次是县域经济。每个县最强的那个区——县

城或者非县城，只要集聚的产业、企业、产能与人口高于别的乡镇，对别的乡镇的劳动者、创业者吸引力较大就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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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分层的区域架构，可沿着空间经济学的经典模型予以拓展，具体而言，可将单层次的两地区模型拓展为五个层次的

两地区模型。 

我们知道，两地区的C-P 模型，横坐标是贸易成本或者宽泛的运输成本，纵坐标是两地区两种生产无差异产品的产业占比。

此处可将其当作 GDP 占比。从右向左看，若贸易成本很高，则经济活动在两个地区均匀分布，各占一半，就是中间那条实线所代

表的。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经济活动会向一个地区集中，极端的情形是能转移的全部转移。把这个单层次的两地区

模型拓展成五个层次的两地区框架是不难做到的(见图 1)。 

 

图 1两地区 C-P 模型的拓展 

资料来源：赵伟、藤田昌久、郑小平著：《空间经济学：理论与实证新进展》,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拿这个拓展的模型来审视前已论及的多层次区域架构下的空间重构，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此种重构中的核心演化。我们的问

题是，从世界经济到东亚经济，再到中国经济内部的核心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 

历史地来看，世界经济层面，在 1970年代之前只有两个核心，分别为西欧和北美。其中西欧作为世界经济的核心是在 1870

年之前就已形成的。那之后到二战前夕，北美核心崛起，形成两个核心争雄的格局。期间东亚经济规模较小，尚未上升为世界经

济的核心。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 年代，即日本经济崛起之前。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

二大经济体，东亚核心迅速崛起。这样，自 19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有了三个核心。而自 1980 年代以来，三个核心在世界经济

中的相对规模在持续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向是东亚相对规模迅速上升，不到 40年时间，居然由 12%左右上升到超过 23%,相对

规模由不足欧盟的一半而为超越欧盟。 

这里最值得留意的是东亚核心内部的演化。历史地来看，从 1980 年代到目前，东亚核心的崛起和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日本一国独占时代。时点在 1980 年代，那个阶段日本人均 GDP早已跃入高收入经济体，企业家集聚程度、产业创新

能力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直逼美欧。第二个阶段是日韩分享时代。1990 年代韩国人均 GDP 跃过 1 万美元大关，挤进“发达国

家俱乐部”OECD,制造业集聚程度和竞争力直逼日本，形成了与日本分享东亚核心的态势。第三个阶段可称为中日韩分享时代。

随着中国 GDP规模超过日本并迅速扩大，中国日益成为东亚经济的台柱子，与日韩分享东亚核心的格局业已成定局。统计数据显

示：目前中国 GDP是日本的两倍半，日本是韩国的将近两倍半。 

接下去看中国内部经济的核心演化，以空间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国民经济层面的三大地区 GDP比重变化不大，这多半是因为

国家层面推行的区域平衡政策的作用。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在初始期占比 58.2%,1990年代一度上升到接近 60%,那以后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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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下降，到 2020 年降到 54.3%。期间中西部地区皆有不同程度地上升，其中中部上升不多，西部上升得最快(见图 2)。后面的

因素与中央政府大力扶植中西部发展的政策紧密相关。 

 

图 2三大地区 GDP占全国比重变化(2001-2020 年) 

注：粤港澳 GDP 未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图 3同。 

再看五大城市群。最新数据显示，2001年到 2020 年，五大城市群所含省市加总的 GDP占全国的比重，由 59.4%上升到 61.8%。

期间沿海三大城市群所含省市 GDP 占全国的比重略有下降，由 44.4%下降到 43.6%,沿江两大城市群所含省市占比则明显提高，

由 15%提高到 18.3%(见图 3)。另有统计显示，整个沿海三大战略涵盖的地区，占了沿海地区 GDP 的近 72%以上
2
。 

 

图 3沿海、沿江及五大城市群 GDP 占全国比重变化(2001-2020年) 

具体就五大城市群各自的相对规模变化来看，过往 2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稳居中国第一大城市群位置。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比重由 2001 年的 23.3%上升到 2020 年的 24.2%。第二位到第四位变动较大，2001年曾依次为粤港澳、京津冀和武沙昌，但近年

武沙昌迅速崛起，2020 年武沙昌所涵三省 GDP 占比反超广东省。期间京津冀降至第四位，成渝城市群所涵川渝两省市 GDP 占全

国的比重虽然排在第五，但上升明显(见图 4)。 

以前述分层的核心-外围模型来审视国家级战略力推的五大世界级城市群，无疑可以认为，这些城市群正在或将要上升为世

界级的经济核心。其背景是，前述从世界经济到东亚经济，从东亚经济到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内部分层的区域到这五大战略涵

盖的城市群，诸此分层的视野来看，正在形成一种有利于中国经济崛起的集聚态势，五大城市群顺应了这种大势，正在崛起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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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级的新核心。 

 

图 4五大城市群所在省市 GDP 占全国的比重变化(2001-2020 年) 

在这同时，中国政府力推的 B&R 倡议，以激发西欧与东亚两大全球核心之间“中间地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

为先导，以在非洲和南亚地区大规模援助激发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为纽带，正在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之空间重构，为中国全方

位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有外部环境，最关键的是空间经济学意义的运输成本——宽泛的贸易成本。 

四、国家级战略、B&R 倡议与区域竞争新态势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国家级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与 B&R 倡议的推进，将对中国各主要区域间的竞争态势发生

怎样的影响?前已论及，区域层面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个永续的现象，而且是各级地方政府最为看中的，因为后面直接关联着地方

政府政绩和官员的升迁。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四大区域发展战略，还是 B&R倡议，聚力点都位于或者导向五大世界级新兴城市群，包括三个沿海城

市群和两个沿江城市群。这意味着，从目前开始到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由城市群引

领。这与以往 40 年尤其是改开最初 30 多年的发展明显不同。回头来看，过往 40 年的快速经济发展，至少有 30 多年的重心始

终位于工业化与产业发展一边，全力发展非农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从殖产兴业到高新技术产业，皆由产业而非城市群引领，至少

属于产业导向的。 

由产业引领到城市群引领的这样一种改变，对于区域间竞争的影响，将是不难预估的。所有影响中，三个影响促成的三个方

面变化首当其冲。 

首先是区域竞争重心的变化，由以往的产业与要素层面上升到城市层面。继而，区域核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综合实

力提升方面的引领作用将迅速上升。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起步到前不久，先是沿海大小区域的各级政府，而后是内地各级地方

政府，形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灵魂，招商引资压倒一切。近年来随着前述国家战略的密集推出，投

资项目、招商引资的重要性在许多地区业已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宜居城市、生态环境和宽泛的营商环境。这个变化，实际上折射

了区域间竞争重心的变化。 

其次是区域竞争强度的变化。我们知道，在现行区域行政分层的金字塔体制下，区域竞争同时发生于两个维度：既有立体的

纵向竞争，亦即由乡镇到县市再到省城之间的竞争，亦有同一行政级别不同区域之间的竞争。在改革开放头 30多年的工业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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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期，殖产兴业压倒一切，各个行政层次的区域间纵横向的竞争，聚焦于招商引资，行政干预能力起着很大作用。其中纵向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受行政干预的抑制，跨区域的横向竞争，反映这种竞争态势的产业与要素移动，则主要受各地政策落差的影响，政

府也能发挥较大的抑制作用。到了而今城市竞争时代，竞争的重心不再是单纯的产业和投资，而是创新要素，是企业家和勤奋与

敬业的劳动者，人的流动将先于且强于物的流动。比如说，沿海某个城市的企业家，突然看好中西部某个中小城市的人居环境和

营商环境，迁移到那里去发展新的创意产业。同样地，中西部某个地级市好不容易冒头的企业家，不是迁往省会城市，而是看好

上海或杭州的文化氛围，举家迁往。进而将其资本和创意工作室也迁走，如此等等。区域间竞争的纵横向界限将趋于模糊，纵横

交错的竞争将趋于强化。 

第三个是区域竞争标的变化，标志性的变化将是对人与物评价的颠覆性变化。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起步直到学界发出“人

口红利”即将消失的预警，也就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各地都受到劳动力过剩的压力。期间区域竞争“重物轻人”偏好极其明

显，差不多各个城市都在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而将政策重心置于资本与投资。招商引资压倒一切，科技人员其次，劳工最后考

虑。然而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口学家们突然发声：以往过剩的劳动力，或曰“人口红利”行将或者已经消失了。各区域

开始关注人口数量。实际上自 2017年以来，多座省会城市大幅度降低了落户门槛，辅之以各种补贴，吸引各层次人才落户。其

中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省会城市率先出手，反映这种变化的是这些城市户籍人口的大增。就连杭州这样有名

的宜居城市，也在出手“抢人”
3
。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揭示的各主要城市人口流动态势，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抢人”意识。客观

地来说，这个变化的背后，既有人口学家们热炒的“人口红利”消失的预警效应，但更重要的因素，无疑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决策

者已经认识到，下一步的竞争重心在城市；城市的档次是一回事，规模则是另一回事。先把规模做大，才是做强的前提?! 

以城市分层的理论视野来看(赵伟，20134),进入城市竞争时代的区域竞争，亦将分层展开。可以把城市竞争时代的城市分为

引领者与跟进者两类。四大国家级区域战略涵盖的五大世界级沿海城市群和沿江城市群毋容置疑地将是区域竞争的引领者，而

跟进者将是国家级或省市级城市群，以及无法形成城市群的省会城市，进而是地级市再到县级市。 

五、国家级战略、B&R 倡议与西部选择 

现在来看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前述国家级战略和 B&R 倡议对西部的寓意，或曰所形成的新的约束条件，进而

西部地区选择，主要是地方政府选择。 

首先需关注的是上述战略和倡议与西部地区的关系。 

客观地来分析，四大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主要聚焦于东部和中部，这些战略所圈定的五大世界级城市群，全部位于“胡焕庸

线”以东地区。客观地来看，虽然国家划定的西部地区包括了“胡焕庸线”以东的少数省域，但地理与经济意义双重考虑的中国

真正的西部，当是“胡焕庸线”以西的广袤地区。若从这个视点来看，考虑到前述区域竞争态势的变化，则意味着进入城市竞争

与世界级城市群引领区域竞争的时代，中国西部地区将处在明显不利的地位，沿着前述空间经济学的专业视点去看，西部多数地

区的外围地位更加凸显，且有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 

前已论及，无论就全球经济继而中国经济内部分层的空间重构历史演进态势来看，还是就空间经济学之核心-外围理论分析

所得出的结论来看，核心是各个层次经济的主宰者，外围区域则处在依附地位。不仅如此，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分析还揭示，面对

核心地区的要素向心力，外围地区的优质要素有被极化的趋向：已有人才和投资将可能移往核心，而留下半空的城市! 

不难预料的是，随着四大国家级战略的实施，五大世界级城市群的向心力将会进一步强化，对外围地区的要素吸引力因极化

效应将趋于强化。 

再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可能效应。前已论及，这个倡议的重心位于对外开放一边，营造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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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重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从前述 B&R 倡议的四个“关键词”悟到，四个关键词分别为“历史符号”“和平发展”“合作伙

伴”及“命运共同体”,瞄准的领域皆落在国际关系范畴。 

进一步看下去，沿海三大区域战略中的两大，即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皆负有实施 B&R 倡议的使命。其中粤港澳大

湾区被赋予“一带一路”建设“支撑区”的使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则被赋予“桥头堡”地位。相比较之下，西部地区，无论西

南抑或西北，均带有“走廊”的意境。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所谓走廊，实际上就是货物和要素流动的通道。作为通道，很难留住投

资，这点也是不难理解的，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策支持的偏向。配合B&R 倡议，国家层面业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在“一带一

路”国家投资与贸易的优惠政策(见表 1),这些政策的导向，无一例外地是境外而非中国西部地区(见表1)。 

表 1“一带一路”项目支持政策 

支持类型 政策措施 

贴息贷款 
企业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经营一年以上的贷款，按照投资贷款或工程贷款额的 5%给予贴息支持；对

“一带一路”项目按不超过 6%给予支持。 

前期费用补助 
农林牧渔矿业合作项目，在所在国注册购买资源权证之前，或承包工程签订合同之前，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

用的 50%给予补助。 

外运物资运保

费补助 

从事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用于投资国/地区项目建设所需物资或物品，从境内口岸至境外口岸间的运保

费，按实际支付费用的 20%给予补助。 

外派劳务培训

补助 

各省自定标准，比如福建省：按照每人不高于 3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其中，派出人员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或

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补助标准为每人不高于 600元。 

承包工程业绩

奖励 

对完成营收 500 万美元以上，增幅 10%以上的企业，每 100 万美元营收给予 2万元人民币奖励，首次完成 200

万美元以上，给予 10万元奖励。 

保险费用补助 
属于“一带一路”的项目，按不超过实际保费 60%给予补助。单家企业可获得最高支持金额为 200万元的补

贴。 

金融机构支持 
国开行、丝路基金、亚投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设有“一带一路”专项资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在筹措数百

亿美元的专项资金。 

 

资料来源：搜狐新闻：《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重点政策…》,https://www.sohu.com/a/288795990_120001435。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B&R 倡议掀起的围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运输成本将趋于下降。沿着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推论

不难逆料，但是运输成本下降这一项，将会加速外围地区优质要素向核心地区的移动。 

诸此意味着，下一步西部地区的发展将面临诸多大的挑战。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面对诸如此类的现实挑战，西部地区

地方政府当作何选择? 

客观地来看，面对变化了的区域竞争态势因而新的竞争环境，西部地区并非全然处在被动地位。中国西部地区地域广袤、物

产丰裕、文化底蕴深厚且具有很强的多样性，经过上百年的断续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最近40年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已

经形成了一些颇有竞争力的城市。面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新一轮的竞争，西部地区各级决策者得有一种新的思维，选择能够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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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本地各种禀赋优势的策略。所有选择中，三个视野的选择首当其冲，也最容易把握。 

第一个是城市分层视野。沿着这个视野看下去，城市可以按照集聚的人口规模、人均产出因而收入等线索分出若干个层级。

早先的研究(赵伟，201345)提出，按照区域经济分层，中国城市至少可以分出 5个层级，分别为：作为“大中国”经济(两岸四地)

核心的一级城市，作为大陆经济核心的二级城市，作为跨省区核心的三级城市，作为省域经济核心的省会城市，以及作为跨县市

地级市经济。每个层级的城市群或城市，所辐射的地域广度不一，因而对各地不同层级的要素吸引力不一。另一方面，要素尤其

是劳动力也是分层的，按照能力也可以分作多个层级。那些能力最高者多半会青睐一、二级城市，而能力一般者则多半会安于三

四级甚至五级城市。实际上，即便小城镇，若有自己的特点，也会吸引一些人才在那里居住创业。以城市分层和劳动力分层以及

匹配的视野来看，考虑到前述中国已进入城市竞争时期，西部各级地方政府的着力点，当置于打造不同层次的特色宜居城市。不

难设想，即便偏远的青藏高原，只要有宜居的城市，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也会吸引一些人去那里居住。而互联网时代，通信成

本微乎其微，距离正在淡化，为此类城市的兴盛创造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最有效的政策选择，无疑是准确定位，打造宜居宜业三

四线魅力城市，吸引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劳动者。 

第二个是增长动力转换阶段视野。按照广为引用的波特理论，一个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动力分三个阶段，分别为要素驱动阶

段、投资驱动阶段，以及创新驱动阶段。作为一个区域间发展层次极不均衡的大国，三个阶段在地区之间并非划一地同时进入

的，而是区域有别的。目前中国虽然在总体上正处在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过程中，但真正启动这种转换的，是沿海发达

地区，主要是国家战略涵盖的沿海三大城市群，其次是沿江两大城市群，而别的城市群和城市，这个阶段尚未到来。至于广大的

中西部地区，许多还处在投资驱动高潮之前，正在积蓄投资驱动的力量。目前各地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之际，纷纷提出创新驱

动，对于有些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四五层级的城市而言，多半是超前的。实际上这些城市，多数还须大力度投资于基础设

施建设。这块应当会构成巨大而持续时间较长的增长动力。至关重要的是，摸准本地区阶段，错位竞争。 

第三个视野是广义的运输成本。前已论及，空间经济学界定的运输成本，主要是两地区之间的广义运输成本，包括了货物与

服务空间移动费用、贸易壁垒以及宽泛的制度摩擦成本在内。进一步看下去，除了区域之间而外，还有区域内的运输成本，或曰

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相比的运输成本，这块的成本既包括了货物与服务等的移动成本，更重要的是交易费用意义上的成本，其

中营商环境是个重要指标体系。后面是经济学家们近十多年强调的一个概念，即“制度的基础结构”(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这个基础结构，比之物质基础设施还要重要。制度性基础结构的质量即制度的质量(Quality of Institution),

其保障是健全而公正的司法体系。沿着这个视野看下去，中西部地区各类城市要保持对优质要素的向心力，留住人才和产业并将

已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就需要从制度层面做起，加快体制改革，及早建立公正的司法体系，让投资者和创新者在本地感到与沿

海大都市没有多少差别，甚至更有安全感。 

在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城市竞争的时代，一座城市要想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要紧的是留住投资者和创新

者，尤其是资本所有者。这一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早已看到，他写道：“资本所有者……很可说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

一定要附着于那一个特定国家。一国如果为了要课以重税，而多方调查其财产，他就会舍此而他适了。他并且会把资本移往任何

其他国家，只要那里比较能安逸地享有财富。”6 

客观地来说，面对变化了的区域竞争态势，亚当·斯密在240多年前发出的这个警示，依然对现实政策的制定具有强烈的启

示意义。 

注释： 

1赵伟、藤田昌久、郑小平著:《空间经济学:理论与实证新进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章。 

2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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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泽平宏观:《中国城市“抢人大战”的本质》。 

4赵伟:《异质性、城市分层与中国城市化选择》,《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 9期。 

5赵伟:《异质性、城市分层与中国城市化选择》,《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 9期。 

6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 408页。 


